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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主理论对法律解释方法的影响
———基于美国制定法解释方法演变的分析

刘　 罛　 龚廷泰

［摘　 要］　 法律解释方法的形成受到多方面因素的影响，民主理论是其中最重要的因素之一。

美国 ２０ 世纪前对民主会带来多数专制的极度担忧，促使了制定法解释方法上平义论的形成，２０ 世纪

中期臻于鼎盛的乐观的多元主义民主观笃信民主过程可以生产妥当的公共政策，促使了制定法解释

方法上意图论和目的论的形成，而之后的公共选择理论致力于揭示政治自由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

的负面影响和民主过程的失灵，促使了制定法解释方法上“新文本论”的产生。

［关键词］　 美国制定法；法律解释方法；民主理论；新文本论

民主理论对某一时期某种主导性的或某种极具影响力的法律解释方法的形成有非常直接和重

大的影响，这在美国制定法解释方法的发展变化上表现得十分明显。美国传统上是一个以普通法为

主要法源的国家，大概从 １９ 世纪中后期起，制定法开始发展，经过进步运动、新政和权利革命时期，

制定法不仅在数量上已臻汗牛充栋之势，而且在地位上也成了比普通法更为重要的法源。①制定法的

发展同样带来了制定法解释方法的演变。从 １９ 世纪中后期到 ２０ 世纪末，美国制定法的解释方法经

历了从早期平义论到意图论和目的论，再到新文本论的变迁，虽然上述方法并不是绝对的前后继起

或线性发展，但大致的发展脉络仍然是清晰可辨的。影响制定法解释方法的因素固然很多，但其中

民主观与某种主导性制定法解释方法的确立之间有着非常直接的联系。民主观还会影响到对制定

法性质的认识，对法官地位的认知以及制定法与普通法的关系等，因而是认识制定法解释方法变迁

最重要的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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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对多数专制的担忧与制定法的平义论解释

普遍认为，立法机关由人民的代表组成，因而立法至上是最符合主权在民的民主原则的。在美国独

立革命时期，立法至上的思想广泛流传，由立法机关来主导政治过程是理想政治框架之关键所在的理念

风靡一时，这也成为革命时期各州宪法设计的理论基石。当时美国人认为大众立法机关表达着“人民的

声音”①，并对其作为个人自由财产保护者和公共福祉促进者这一角色深信不疑。这一时期写就的各州

宪法对立法机关的权力十分信赖，对其权威少有限制。但到 １７８７ 年，形势急转，对立法机关的猜忌和对

立法至上的祛魅成为美国民主理论的基调和现实政治活动的主题。对于这一转变，戈登·沃德曾写道：

“代议制立法机关表达的人民意志在整个殖民时期是那般地无可置疑，但突然看起来就反复无常和独断

专行了。”像“大众议会并不受制于基本的法律，而是受那些愤怒的偏见、恶意或某种复仇的渴望的支配，

他们犯下的罪恶远甚于独断的君主”之类的宣称已经毫不令人惊讶了。② 这种立场与态度的巨大转变

与这样两个原因有关：一是从独立宣言之后到立宪会议召开之前，立法至上理念在州层面的实践产生了

不少的负面效果，党争不断，派系倾轧让很多人开始对立法机关的多数专制产生怵惕之心并对立法机关

的立法能力持怀疑态度；二是与美国传统的政治文化密切相关。美国人对政治权力一直保持着警醒的

态度，更不曾丧失对压迫性政府憎恨和担忧的能力。最初，美国人对政治权力根深蒂固的怀疑与猜忌几

乎全部集中在王权和它的代理人身上，到 １８ 世纪 ８０ 年代则全部转移到了各州的立法机关上。总督曾

经被当成是专制的唯一根源，而后各州宪法之中的立法机关则成了最需要担忧的机构。③ 虽然在革命

开始之后的数十年里，立法机关曾被假定为体现着人民的意志，但一有风吹草动，那种对政治权力猜忌

的本性就会立刻激起连绵不绝的怀疑之情。正因为这样，对立法机关多数专制的担忧与反思成为了 ２０

世纪之前美国民主理论的基线以及政治制度设计中最需要注意的问题。无论是联邦党人还是反联邦党

人对此都有许多理论上的阐述。例如麦迪逊就深谙强大的大众立法机关的弊端，并且提醒道，我们共和

国的缔造者“似乎从未想到来自立法上的篡夺危险，所有权力集中在同一些人手中，必然会造成像在行

政篡夺威胁下的同样暴政”④。麦迪逊认为，立法机关暴政的重要原因之一是派系斗争，麦迪逊指出：

“一种纯粹的民主政体不能制止派别斗争的危害”，“因此，这种民主政体就成了动乱和争论的图景，同

个人安全或财产权是不相容的，往往由于暴亡而夭折”⑤。杰斐逊也曾说：“我国政府的行政权，并非我

所担心的唯一问题，或许可以说不是我所担心的主要问题。立法机构的暴政才真正是最可怕的危险，而

且在今后许多年仍会如此。”⑥并认为“这些权力将由许多人行使，而不是由一个人行使，情况也不会有

所缓和”，因为即使有许多个专制君主也一定会像一个君主一样暴虐无道。⑦ 对此，汉密尔顿则说得更

为具体形象，“在民选议会中，人民的代表有时似乎自以为就是人民本身，面对来自任何其他方面最小程

度的反对，就暴露出不耐和厌烦的病态。”⑧这种对立法机关的不信任与对多数专制的担忧之情一直在

延续，以至于到 ２０世纪前期，托克维尔在考察美国的民主时，仍然认为美国的民主制度主要就是为了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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止多数专制，其真正目的在于保护少数和个体的权利。① 对立法机关多数专制的怵惕之心以及对立法

机关立法能力的怀疑态度对制定法的解释带来了很多影响，这些因素的共同作用最终导致了制定法解

释上的平义论方法。平义论是指只根据制定法文字平白的、表面的意义来解释制定法，而不考虑制定法

文字背后的立法意图、法律目的或其赖以作出的那些政策根据。

对多数专制的担忧与制定法解释方法上的平义论之间的内在联系可以作这样几个方面的分析。

一是立法至上主要是指立法机关的意志至上，但对多数专制的警惕和对立法机关的不信任导致了对

制定法性质的误解，即认为制定法经常只是党派斗争的产物，体现的是主观的、专断的意志，这就使

得司法机关不愿深入考虑制定法文字背后的立法意图。在司法实践中涉及到制定法解释问题时，司

法机关经常只愿根据制定法的文字照本宣科而不愿深入探究制定法制定或颁布时立法者的真正意

思，并通过对制定法的文字作直接的、平白的理解来竭力限制这些文字能够起作用的范围。而诸如

“当制定法的文字平白而清楚时，它们就是最终的立法者意图的唯一证据”或“立法者会毫无例外地

假定平白的文字必然承载着立法者意图表达的意义”之类的说法其实只具有某种修辞的意味，是司

法机关在权力分立的政治体制下的一种漂亮说辞而已。二是对立法的不信任导致制定法在性质上

仅被当成是普通法的附属或补充。即使在 １９ 世纪后期，制定法已经有所发展，但普通法的统治性地

位都并未改变，普通法被看成是永恒不变的完美理性，是个人自由权利的守护者，而制定法仍只被看

成是“普通法家中的陌生闯入者”或“普通法海洋中的岛屿”。② 不仅如此，在 １９ 世纪中后期兴起的

普通法形式主义视普通法为公理与命题的科学体系，但对作为立法机关产物的制定法却极尽贬黜之

能事，这同样与对多数专制的担忧之情和对立法的不信任心态密切相关。在制定法的解释上，普通

法法官坚持普通法主导与制定法附属的这种关系定位，恪守“不得贬抑普通法”的原则，而按照字面

的、平白的意义来解释制定法，通常能够限制制定法起作用的范围，达到不贬抑普通法的目的，尽管

这并不是绝对的。三是对立法机关的不信任还使得制定法作为独立法源的地位长期难以确立，普通

法法官们由此轻视制定法中体现出来的立法意图、一般目的或社会政策。由于制定法作为独立法源

的地位无法确立，相应地也就难以发展出独立的解释方法。所以斯通法官才会如此感叹：“制定法被

看成是在法律内的，却不是法律。它的确是一些应被遵守的正式规则，因为它是主权者的命令，但却

被遵守得不情不愿，通过狭窄地解释并把它当成好像不为任何目的而存在的似的。”③

二、乐观的多元主义民主理论与制定法的意图论和目的论解释

２０世纪最引人注目的政治理论是多元主义民主理论。多元主义民主理论在 ２０世纪初甚至更早的时

间里就已经开始崭露头角，在新政之后蓬勃发展，至 ２０世纪中期臻于巅峰。拉斯基认为，“国家‘是由一系

列其目的可能极其不同的合作团体组成’，在国家中，权力不能集中在社会结构的某一点上，而应分配给各

种职能团体及社会中的自治区域。”④这种思想是 ２０世纪中叶取得主导地位的多元主义民主思潮的萌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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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杜鲁门和达尔等则是多元主义民主理论的杰出阐述者。该理论认为，多元制衡能够有效地防止多数人的

暴政或少数人的暴政。在一个高度分化的社会，因自由结社而产生的各类利益集团是稳定的结构性来源。

不同的竞争性利益的存在，是民主均衡和公共政策顺利发展的基础。而权力并不是按照等级和竞争排列

的，不存在单一的强有力的决策中心。杜鲁门认为，“公共政策的总体方向，是由对于政府的一系列相对不

一致的影响造成的，这些影响是由相互竞争的力量从各方面施加的，没有一种力量可以实施过分的影响。

因此，政策产生于利益的边缘，形成于‘民主的框架’之中，在一定的程度上独立于特定政治家的努力之

外。”①达尔把实践多元主义民主理论的政治体制称为“多头政制”，认为多头政制的选举和竞争机制“可以

极大地扩大少数人的规模，增加少数人的数量，扩展少数人的类型，而这些少数人的偏好，是领导人在进行

政策选择时必须予以考虑的”。② 对多数专制的担忧毫无必要，因为权力分散于众多的竞争性利益团体之

中，而选举表达的并不是一个稳定的多数的愿望，专制的多数根本就不可能。民主与专制的区别，“就是若

干个少数人的政府与一个少数人的政府之间的区别”，与专制政制相比，多头政制的特征就是很大程度上扩

展了少数人的数量、规模和差异，而这种少数人的偏好将影响政府决策的结果。③ 因此，民主就是一种权力

为众多团体分享的多头政制，是“多重对立的少数人”的统治。同时，达尔还认为民主是个过程，是众多代

表不同利益因而也持有不同主张的集团在政治上谈判协商的过程。民主过程的价值在于多元力量共同参

与决策，当不同的利益集团努力争取各自所代表的利益，推进相关的主张时，围绕着政策结果存在着严重的

冲突，但通过民主的过程，却造成了一种“竞争性均衡”的趋势，产生了一系列从长远来看总体上对于公民

有利的政策。④ 总之，以杜鲁门和达尔为代表这种多元主义民主理论是十分乐观的，相信建立在这种多元

利益集团之上的民主政治的实际运作总能生产出代表公共利益的政治决策，相信所有潜在地受到拟通过立

法影响的那些人的各类要求能够在立法过程中形成最佳的平衡。路维把这种理论称为“利益集团自由主

义”，⑤而埃斯克里奇等人则把其称为“乐观的多元主义”。⑥

乐观的多元主义民主观与意图论和目的论的制定法解释方法的确立有非常直接的联系。意图论认

为“法律位于制定法语言之外或隐藏于制定法语言之中，立法者实际使用的语词可能是立法者意图的有

力证据，但语词仅是窥见立法者意图的窗口，立法者意图方是法律”⑦。因此意图论把制定法解释的目

标当成是要辨明并实现主观的立法者意图，而立法史等文本外的材料则是发现立法意图的重要素材。

目的论与意图论大体相同，但认为法律的一般目的而非意图才是至关重要的。意图论和目的论的制定

法解释方法和乐观的多元主义民主观之间的关系可以从这样两个方面来认识。首先，多元主义民主观

有助于确立立法和制定法的正面形象，而惟有确立了积极肯定的立法正面形象以后，立法才能真正至

上，立法意图的正当性才能够被证立，司法机关在制定法解释的过程中才会真诚地去探究立法意图。在

多元主义民主理论的图景之下，立法机关内部那些原来为美国国父们担心的“派系”如今成了有益的力

量，不仅不会导致多数人的专制，相反能够基于竞争达致平衡进而产生对全体有利的良好妥当的公共政

策。立法过程也同样如此，制定法因此不再被当成是任意和专断的意志。在 ２０ 世纪前期，当制定法逐

渐发展起来时，法律理论家们已经开始采用多元主义民主理论的一些修辞来论证立法机关的正面形象

和“科学的立法观”，并进而在此基础上来主张意图论的制定法解释方法。例如庞德认为，现代制定法不

０８１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美］戴维·赫尔德：《民主的模式》，燕继荣等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１９９８年，第 ２６０页。
［美］戴维·赫尔德：《民主的模式》，第 ２６２页。
［美］罗伯特·达尔：《民主理论的前言》，顾昕译，北京：东方出版社，２００９年，第 １３３页。
［美］戴维·赫尔德：《民主的模式》，第 ２６１页。
Ｔ． Ｌｏｗｉ，Ｔｈｅ Ｅｎｄ ｏｆ Ｌｉｂｅｒａｌｉｓｍ：ｔｈｅ ｓｅｃｏｎｄ ｒｅｐｕｂｌｉｃ ｏｆ ｔｈｅ Ｕｎｉｔｅｄ Ｓｔａｔｅｓ （２ｄ． ｅｄ．），Ｎｏｒｔｏｎ ＆ Ｃｏｍｐａｎｙ，１９７９，ｐ． ５１．
Ｗ． Ｅｓｋｒｉｄｇｅ，Ｐ． Ｆｒｉｃｋｅｙ ＆ Ｅ． Ｇａｒｒｅｔｔ，Ｃａｓｅｓ ａｎｄ 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ｓ ｏｎ Ｌｅｇｉｓｌａｔｉｏｎ，Ｓｔａｔｕｔｅｓ ａｎｄ ｔｈｅ Ｃｒｅ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Ｐｕｂｌｉｃ Ｐｏｌｉｃｙ（４ｔｈ ｅｄ．），Ｗｅｓｔ

Ｐｕｂｌｉｓｈｉｎｇ Ｃｏｍｐａｎｙ，２００７，ｐ． ５０．
Ａ． Ａｌｅｉｎｉｋｏｆｆ，“Ｕｐｄａｔｉｎｇ ｓｔａｔｕｔｏｒｙ ｉｎｔｅｒｐｒｅｔａｔｉｏｎ”，Ｍｉｃｈｉｇａｎ Ｌａｗ Ｒｅｖｉｅｗ，ｖｏｌ． ８７，ｎｏ． １ （１９８８），ｐｐ． ２３ ２４．



应再被看成是漫不经心的“随手产品”，而是经过了“专业人员长期而细致地研究，各委员会、议会和团

体仔细而审慎地斟酌，聚焦了全部重要细节的公共舆论在传媒的讨论和提交立法委员会之前的听审”①

等重要步骤。庞德也因此主张意图论的制定法解释方法，认为“真正解释的目标是发现立法者意图确立

的规则，发现立法者赖以制定规则的意图，或立法者赋予规则得以表达的那些语词的意义。”②在庞德之

后，众多的司法意见一再强调立法意图才是制定法解释的基石，联邦和州的判例也都反复重申制定法解

释的目标或法院的真正责任在于实现立法机关的意图。虽然意图论在美国制定法解释方法的发展史上

早就存在，１９世纪末的“圣三一教会案”也曾激进地主张“在制定法的文字之内，却未必在制定法之内，

因为不符合法律的精神和立法者意图”，③但唯有建立在乐观的多元主义民主观之上的立法理论形成以

后，意图论的正当性才能被证立，并能成为司法实践中被普遍认可的制定法解释方法。其次，乐观的多

元主义民主观同样构成了目的论解释的理论基础。在乐观的多元主义民主观渐成气候之后，制定法从

属于普通法的地位得到改变。制定法作为人民意志的直接体现，代表着立法机关所作出的特定政策选

择和价值判断，因而是具有独立目的并成为与普通法同样重要甚至更为重要的法源。目的论在美国的

重要倡导者是法律过程学派的哈特和萨克斯，他们笃信多元主义民主理论，认为“立法机关在一个宏大、

多元的协商民主框架内，通过收集、权衡和筛选信息以及平衡竞争性利益关系，能够基于公共理性做出

社会欲求的政策选择和价值判断”，④并把此看成是立法机关的“制度能力”。而司法机关对制定法的解

释就是要对制定法的目的予以“理性的阐述”。哈特和萨克斯因而认为，法院应当试图将自身置于颁布

这些措施的立法者的位置来想象，并借助于各种解释素材来为制定法“归结”一个合理的公共政策目的，

最终以能最佳实现目的的方式来确定制定法文本的意义。⑤

三、公共选择理论与制定法的新文本论解释

乐观的多元主义民主观类似于传统经济学理论，认为政治过程就是自由市场，如同市场机制这

只“看不见的手”能够对资源进行有效配置一样，政治过程中多元利益的博弈平衡也能生产出妥当公

共政策。但乐观的多元主义民主理论对政治过程的微观关注仍不充分，对政治自由市场这只“看不

见的手”的负面作用的认识十分欠缺。而公共选择理论则运用经济学的基本原理来对政治过程和立

法行为进行微观层面的分析，并力图揭示出民主过程的失灵之处，从而动摇了乐观的多元主义民主

观的基本结论。公共选择理论中的阿罗定理（Ａｒｒｏｗｓ ｔｈｅｏｒｅｍ）证明了根据民主制度中的多数决规则

在三个或更多的方案中作选择是无法获得有效连贯的决定的。假设三个人 Ａ、Ｂ、Ｃ决定以投票表决

的方式在三个备选方案 Ｘ、Ｙ、Ｚ中作选择，按照每个人对三种方案的偏好程度来排序，Ａ是 Ｘ ＞ Ｙ ＞ Ｚ，

Ｂ是 Ｙ ＞ Ｚ ＞ Ｘ，Ｃ是 Ｚ ＞ Ｘ ＞ Ｙ。按照一人一票，多数决定的规则进行投票选择，必然形成“循环多数”

的局面，无法产生有效的结果。为了解决这一问题，需要分两轮来进行投票。分组及投票结果可包

括如下几种可能：１、第一轮 Ｘ和 Ｙ，Ｘ胜出，第二轮 Ｘ和 Ｚ，Ｚ胜出，最终则是 Ｚ获选；２、第一轮 Ｘ和 Ｚ，

Ｚ胜出，第二轮 Ｚ和 Ｙ，Ｙ胜出，最终则是 Ｙ获选；３、第一轮 Ｚ和 Ｙ，Ｙ胜出，第二轮 Ｙ和 Ｘ，Ｘ胜出，最

终则是 Ｘ获选。这说明不同的分组会导致完全不同的选举结果，因此，议程操纵对选举结果具有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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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性作用。由于 Ａ最不喜欢 Ｚ方案，因此在第一种分组的情形下，如果 Ａ 按照自己的真实意图来选

举，结果对其最为不利。为了避免最坏的结果，Ａ 会隐藏自己的真实意图，进行策略性投票，假设 Ａ

在第一轮中违背自己的真实意愿选择 Ｙ方案，则第一轮 Ｙ胜出，第二轮 Ｙ和 Ｚ，仍然是 Ｙ胜出。这样

在未改变分组的情况下，Ａ也可以获得一个适中的结果。这说明策略性投票也会对投票结果产生决

定性的影响。阿罗定理表明，“循环多数”的悖论会使投票变得南辕北辙，在循环多数存在的地方，议

程操纵和策略性投票将对最终结果起到决定性的作用，包括立法过程在内的民主进程并不像多元主

义者所乐观认为的那样，可以产生社会欲求的政治决策或制定法。而公共选择理论中的“寻租”理论

还认为，某些个人或利益集团将会对立法过程施加不合比例的更大影响，从而在牺牲多数利益的情

况下来促进能使自身利益更大化的制定法，因此制定法经常会偏离公共利益的方向。例如曼瑟尔·

奥尔森等人认为，相对较小的利益集团能给集团成员提供比较集中的利益预期，因而它们较那些相

对较大的利益集团更容易正式组织起来从而更有力地参与政治进程，而普通民众则由分散的个体构

成，他们最不容易组织起来。而且在集体行动的过程中，还存在着“搭便车”的困境，理性个体往往选

择搭便车以减少私人成本的消耗并希望获得别人的劳动成果。而当群体成员数量增加时，成员个体

能从公共物品中分享的好处减少，而组织成本却会上升，个体成员能够作出的贡献成比例减少，成员

荣誉感降低。此时，那些理性的人们就会选择坐享其成，而不再愿为共同利益去积极奋斗。而寻租

还表现在立法者层面，立法者的最大利益就是要获得连任的资格，他们因此不愿得罪那些强势的利

益集团，这也导致作为立法结果的制定法经常并不反映公共政策或公共利益的方向。

公共选择理论对制定法解释方法的发展变迁产生了巨大影响。首先，公共选择理论为批判意图

论和目的论提供了理论工具。在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前后，大法官斯卡利亚、法官伊斯特布鲁克和学者曼

宁等一批“新文本论”解释方法的主张者运用公共选择理论批判了当时占统治性地位的意图论和目

的论解释方法。法官伊斯特布鲁克运用阿罗定理否认了立法意图与目的的存在，实际上是对意图论

和目的论的制定法解释方法进行了釜底抽薪式的批判。伊斯特布鲁克认为，法律文本只是立法的一

个结果，常常并不能反映立法者，尤其是多数立法者们的偏好、价值取向及对公共政策的真实判断。

尽管立法者各自都有不同的愿望与偏好，但要通过多数规则把它们聚合成“一个融贯的集体选择”势

必困难重重。议程控制会导致“立法机关采纳的建议只有少数人的支持”，此时，法院即使谙熟每一

个立法者的全部偏好，也无法言明作为整体的立法机关的集体意图。而在投票交易等策略性投票行

为起决定性作用时，制定法只是某种妥协，法院无法从晦暗不明的立法过程中获得发现立法者意图

的充分信息。① 而目的论解释方法中的目的也面临着和意图同样的问题。因此，伊斯特布鲁克认为，

在多成员的立法机关中，无法萃取出一个统一连贯的立法意图或目的，意图论和目的论的制定法解

释方法的正当性基础是不能成立的。而斯卡利亚等其他新文本主义者在这些问题上也持大致相同

的观点。② 此外，新文本论者还利用公共选择理论对意图论和目的论使用立法史材料的做法表示了

疑义，认为对立法史的过度依赖必将会刺激“寻租”活动，促使利益集团以不正当的方式来影响立法

史的撰写，进而达到影响制定法解释的目的。斯卡利亚认为，“任何谙熟现代立法委员会报告起草的

人都知道，那些立法史中的参考材料最好也不过是立法委员会的成员基于自身的动机而塞入的私

货，而更糟的则是接受职业法律游说者建议的产物；这些材料的目的主要不在于让议员们熟稔法案

的意义，而在于影响未来的司法解释。”③在批判了意图论和目的论之后，斯卡利亚等人又以公共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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择理论为基础发展出了一种被埃斯克里奇称为“新文本论”的制定法解释方法。新文本论者认为既

然立法意图或目的根本就不存在或者只是某种伪装乃至自我欺骗，那么解释者就无须再去找寻它；

既然制定法经常反映的只是某种交易或妥协，那么解释者就应该执行而不是要去颠覆立法者们精心

打造的此种交易和妥协；既然意图论和目的论为制定法的起草者提供了夹带私货和影响未来解释者

的动机，那么根绝此种动机的最好方法就是仅实施制定法明确表达出来的文字而非意图或目的之类

的其他东西。因此，新文本论者在制定法解释时主张“我们不探究立法者意欲如何，我们只问制定法

的意思是什么”，①即把确定已经颁布的制定法文本的通常意义当作制定法解释的目标，并认为文本

通常意义的确定“无须借助于神秘的立法者意图，无须探究立法史等文本外材料，无须考虑与制定法

相关的经济与社会背景及法律适用的可能后果，而只需根‘据普通说英语者标准’，运用字典、语法、

解释准则等语言学方面的工具并考虑制定法文本的语境、结构与整体等语义性背景即可确定”。②

四、结论

美国制定法解释方法大致经历了从平义论到意图论和目的论再到“新文本论”的发展，这一变化

与美国民主理论的发展有极强的对应关系。美国 ２０ 世纪前对民主会带来多数专制的极度担忧导致

了对立法机关的不信任，进而在制定法解释问题上形成了曾一度十分流行的平义论方法；多元主义

民主观笃信民主过程可以生产妥当的公共政策，认为立法机关能够代表人民的意志，能够在多元主

义民主的框架内基于公共理性做出社会欲求的立法，这为制定法解释方法上的意图论和目的论确立

了正当性根据，并使这二者在相当长时间里取得了某种主导性的地位；而之后的公共选择理论致力

于揭示政治自由市场的负面影响和立法等民主过程的失灵，不仅为批判意图论和目的论提供了理论

工具，也促使了制定法解释方法上“新文本论”的产生。

（责任编辑：蔡道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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